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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：儒佛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。为了接续儒家先圣道统,引导士人积极面对现实,寻求救国济

民方略,胡宏在理学思想建构过程中展开“儒佛之辨”,扬儒辟佛,影响深远。胡宏站在儒家思想正统的立场,对佛家

思想、信仰和学风进行了多角度的批判,回应了南北宋之际佛学兴盛对儒家道统发展构成的严峻挑战,但由于论争立

场、动机和方法所致,胡宏的儒佛之辨也留下了历史的局限和认知的偏见。对此进行冷静反思,可为当今儒学和佛学

研究以及思想文化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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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宏(1105—1161)是南北宋之际理学家的代表,也是湖湘学派的正式创立者。他生前长期在衡山附近讲学,其思想主要收集

在《知言》中。吕祖谦评价它“过于《正蒙》,卒开湖湘之学统”[1]P1366。至于《知言》之本旨,南宋理学家真德秀有精辟的概括:“孟

子以知诐淫邪遁为知言,胡子之书以是名者,所以辨异端之言与圣人异也。杨墨之害不熄,孔子之道不著,故《知言》一书诸子百

家之邪说,辞而辟之,极其详焉。盖以继孟子也。学者诚能深味其指,则于吾道之正且大,异端之偏而小,若辨白黑,若数一二

矣。”[2]P340所谓“辨异端之言”,主要是指胡宏立足儒学来批判佛学,扫除理学发展道路上的思想障碍。汉末以来,佛学日盛,儒学

渐微,社会文化失去了强有力的精神维系。 

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中唐,此后,尽管韩愈、柳宗元等人复兴儒学的呼声不断,北宋“五子”既出,理学臻于极盛,以弘扬古圣

先贤之道为使命和担当。在理学兴起的同时,佛学禅宗也极为兴盛,它在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传播对儒学的发展构成了思想挑战,产

生了强烈的冲击。这种冲击既包括佛学思想对唐宋士人精神世界的影响,也指佛教作为一般宗教信仰在民众阶层的广泛渗透。与

唐宋之际复兴儒学之士的做法相似,胡宏也把佛学视为儒学发展的阻力,对此进行了多角度的批判。胡宏的儒佛之辨已成为儒学

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,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今天,对此进行冷静反思,可为当今儒学和佛学研究以及思想文化建设提供有价值

的参考。 

一、内忧外患:胡宏儒佛之辨的时代背景 

儒佛之辨之所以成为胡宏理学思想建构的关键环节,与其独特的生活遭遇和思想经历有关。胡宏出生于北宋末期,当时正值

蔡京掌权,宋王朝深受辽夏侵扰,朝野昏暗,内忧外患,终于引发“靖康之变”,致使“两宫”遭劫,改元建炎。在金兵追击下,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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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渡,苟且偷安,国势一蹶不振。虽有豪杰志士奋起,却也无力回天。胡宏出身于士人家庭,胡宏是胡安国季子,他从小接受了系统

的圣贤教育,青年时代在京师从学程门高弟杨时,翌年离京,辗转迁徙,与父兄避地荆门,寓居湖湘,在衡山等地建造书院,隐居讲

学二十余年,远离政治羁绊,潜心钻研理学,直到晚年去世。 

绍兴年间,他上书力主抗金复仇。秦桧握权后,胡宏不愿与之为伍,避退不仕。秦桧死后,胡宏被召见,终以疾辞。胡宏亲历了

国家危难和家庭变故,目睹社会离乱,遭受过战兵盗匪的骚扰,深感民生艰辛,生活困苦,这都激发起他的担当意识和民族责任。在

政治方面,胡宏主张变法,提出练兵、定计、整师旅等治国策略,为恢复中原失地,针对时弊有感而发,表现出不甘接受“夷狄主中

国之命”的民族心理。胡宏把他的政治理想和现实关怀作为理学思想建构的出发点和目标,其儒佛之辨的展开就是理学思想建构

的重要内容。胡宏把它提升到维护民族尊严的“华夷之辨”的高度,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。 

朱汉民对胡宏身处的矛盾境地有所分析。他指出,胡宏既有强烈的忧患意识,崇奉“儒学总是倡导人们能用一种伦理性的社

会理想去改造现实社会,总是把目光集中在世俗的社会生活之中而不是外在超越的世界之中,因而,胡宏必须保持着对现实政治

的强烈关切和积极入世的精神”;同时,“他是一个有着独立人格精神的知识分子,他追求着自己的人世理想和社会理想,而决不

愿意同腐朽的现实政治同流合污。”[3]P89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中,胡宏对现实政治采取了“议而不治”的态度。他既不依附权贵,也

不埋头于理论体系建构,他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原则,高度重视现实危机,追求内圣的道德与外王的事功的相统一,将强烈的担当意

识熔铸到儒家之辨这一重大的文化使命之中。(1) 

强烈的社会现实关怀,从思想上挽救民族危亡,这是胡宏儒佛之辨的直接动机,也是湖湘学派的共同特征。胡宏以复兴儒学为

志业,追求内圣与外王的统一,其处世态度有士大夫气质和“议而不治”的学理精神。他以复兴儒家道统为己任,把批判佛家作为

矫正时弊的有效途径,满腔热情地阐扬儒学,不遗余力地批判佛学。胡宏对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充满了忧患意识:“居今之世,譬

如乘敝舟,泛沧海,风涛汹涌,未知攸济。”[2]P107 

他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并非太平盛世,而是危机四伏:“今关、河重地,悉为敌封;园陵暴露,不得瞻拜;宗教拘隔,不得相见;

土地分裂,人民困苦,不得鸠集;冤恨之气,外薄四海,不得伸雪。”[2]P113面对这样的生存危机,胡宏表现出强烈的不安和深度的焦虑,

这种不安和焦虑促使他采取议而不治的思想批判方式,对治国方略加以干预:“学圣人之道,得其体,必得其用。有体而无用,与异

端异辨?井田、封建、学校、军制,皆圣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。秦、汉而下兴者,虽是英雄,亦岂能胜于圣人哉?改制立法,出其

私意,一世不如一世。至于近世,坏乱极矣。”[2]P131“养民”是经世之邦,是富国强兵的基础,“取民”是亡国之兆,胡宏批判佛教

占有社会资源和物质财富,在很大程度上,这是基于“养民”的现实忧虑。 

面对南宋儒学衰微的困境,时代呼唤有担当的儒士挺身而出,据理立言,力辟邪说,止息天下祸乱。“宋明理学的一个主要任

务,就是在精神境界上力图超越佛教。”
[4]
胡宏的儒佛之辨可谓应运而生。他满怀忧世情怀,其儒佛之辨就在这种情境下出场。 

二、辟佛扬儒:胡宏儒佛之辨的基本立场 

辟佛扬儒,是胡宏理学建构的基本宗旨。胡宏结合南宋的政治经济生活状况,得出佛学对社会有害无益的结论。在《上光尧

皇帝书》中,胡宏向南宋统治者分析了佛学误国的道理。在他生活的时代,佛教各宗极其兴盛,僧徒遍布天下,数以百万,却毫无社

会价值:“问其力田、积粟、输赋税以实仓廪则不知,问其利器械以供上用则不知,问其披坚执锐为国爪牙则不知。”
[2]P97

胡宏甚

至认为,僧徒没有社会价值,甚至有害无益,因为他们关心的不是天下民生,而是“为国焚修、祈天、祝圣,以救度一切众生”。也

就是说,他们使用迷信的手段救度众生,这虽然得到某些统治阶层的盲目崇信,实际上并无明显效果。 

僧徒祈天作法,却没有促使国泰民安,社会依旧凋敝,“水旱屡兴,蝗螟荐起,戎马生郊,王师伤败”,令人对佛学的社会作用

产生怀疑。再说,北宋末年社会动荡,盗贼四起,战乱不已,民不聊生,连皇帝都遭到外族侮辱,那么,佛家声称的祝圣之效、救度众

生之力何在?胡宏列举各种事实,证明佛家言谈欺妄。它于事无补,造成了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,使社会纲纪混乱不堪。胡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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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:“而或者以为朝廷固知其无用,而度牒之入厦,雕镂文章,以自居处,役众徒,致滋味,以自奉养而终其身,其费岂特十倍度牒哉!

夫为政以均平天下,而坐纵夫庸愚欺诞之奸化诱善良,失国家丁壮,灭绝天伦,坏乱人纪,百万群居,蠹生民之衣食。”[2]P98胡宏通过

控诉佛学的社会危害,以此引起最高统治阶层的重视,从而实现辟佛扬儒的批判目的。 

作为一个力图复兴儒家道统的儒者,胡宏对士大夫对禅学迷恋无疑是十分警觉的,他的使命就是要建立儒学的自信,从佛老

的手中夺回失去的地盘。[5]胡宏有《九黎乱教》一文,该文把佛学思想归为邪说,认为它造成了长久的社会危害。汉代之后,儒学

一直面临衰微和绝灭的局面,其间虽有隆盛之世,然而礼制不行,刑赏不中,民众生存无方。在这种情况下,佛家传播其学说,诳惑

民众,僧徒也乐意为之荐死求生,祈福免祸,其影响遍及天下。上层统治者恬然不知礼制刑赏之本,下层民众安然处之而不知正心

修身之实,浮虚言谈遍布天下,因而世情转移,民心不顺,“外饰事君之礼,内怀背上之心”,很少以三纲为己任,舍生取义之士。对

此加以总结,旨在挽救与转变颓靡不振的社会风气。 

他指出,阴阳刚柔是天地之体,万物是天地之体的作用。人生合乎天地之道,故有君臣之义、父子之仁、夫妇之礼。人际交往,

日常生活,酬酢变化,各有法度,应接无穷。《西方佛教》一文介绍了印度佛教厌苦世累而寻求超脱的教旨,并对佛家背离世俗人伦、

追求个人解脱的异端见解进行了批评,特别是它强调心法,超然物外,成为胡宏辟佛的重要把柄。佛教从汉明帝时入华,此后或禁

或扬,社会影响甚大。僧徒据名山胜地,谈说渺茫,以祸福因果学说愚众,士大夫也争相信仰。佛教广泛传播,从而导致“灭义忘亲,

三纲弛绝”[2]P224。胡宏对佛教的社会影响极为警醒。他认为佛教的局限在于:“彼惟欲力索于心,而不知天道,故其说周罗包括高

妙玄微,无所不通,而其行则背违天地之道,沦灭三纲,体用分离,本末不贯,不足以开物成务,终为邪说也。”[2]P224 

在他看来,佛教以寂灭为宗,以觉悟生死为大,对于个人洁身自好有益,却不足以开物成务,因而属于邪教无疑。胡宏视佛教为

邪说,是以儒家的三纲五常、人伦秩序为评判标准的,他并不注重佛学思想的广度、高度和深度,他反复强调佛家有悖于儒家的道

统,不遵循世俗人伦的秩序和法则,因而招致了他的强烈批判。站在儒家的立场讲,佛家的思想和实践都不能谓之尽性,而是丧失

本心,它甚至比杨、墨更逊一等。客观地讲,胡宏把佛教划为“西方邪说”,确实有些简单化、粗糙化,经不起学理性的推敲,其思

想高度和理论深度甚至也不如魏晋学术界对佛教的辩难。这与胡宏的佛学造诣有关,更主要的是与宋代理学注重实用功利诉求的

反映。胡宏在辨别儒佛异同时,引用过程颐等人的有关思想,这表明他与北宋理学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。 

如何辨别儒家与佛家的真实观差异,这是困扰胡宏的一大难题。他以儒家的真实观为至高法则,对佛家的真实观任意贬抑。

实际上,不只是儒家追求真理,佛家也同样追求真理。禅宗以般若空观为基础,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真实观。不过,佛家与儒家追求

的真实境界不在同一层次。大乘佛教所讲的真实是指真空幻有,禅宗认为事物缘起性空,即幻即真,与儒家基于对现实生活的认知

而建构的人伦秩序有别。胡宏说:“即物而真者,圣人之道也;谈真离物者,释氏之幻也。”[2]P13在此,胡宏以事物的真实性为线索,

强调儒佛之别,指认佛家离物探真,流于空谈。其实,禅宗也有触物即真的思想,这在《祖堂集》《五灯会元》中有大量的例证,正

因为胡宏辟佛未能把握佛家真实观的主旨,也就无法从理论上驳倒对方,其批判的作用和效果是很有限的。在某种意义上,胡宏关

注的是儒家圣贤之道,而不是佛家真实观的实际内涵。 

从学术论争的方法讲,胡宏不满于抽象的理论思辨,他更注重从现实生活寻找有利的论据,借此抨击对方,扩大影响。人生在

世,应世接物在所难免,但是,儒家与佛家的态度有诚妄之分,“当其可之谓诚,失其宜之谓妄。物象有形影,实而可用之谓形,空而

不可用之谓影。儒者之教践形,释氏之教逐影,影不离乎形者也。是故听其言则是,稽其行则非。”[2]P34依照这样的逻辑,胡宏断定

佛家虚妄,有害人心,背离圣王之道,“入于夷类”,批判佛家的言行不一。胡宏鄙视那些多寻空言而不究实用的学者,他们平时

“商谈性命之际”,头头是道,然而“临事茫然,不知性命之所在”[2]P124,这也体现出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。 

为了增强儒佛之辨的学理性和说服力,胡宏既直面南宋现实生活,又从历史的视野寻找论据。他指出,两汉以来,“干禄仕以

盈庭,鬻词章而塞路。斯文扫地,邪说滔天。愚弄士夫如偶人,驱役世俗如家隶。政时儒之甚辱,实先圣之忧今。将寻绎五典之精

微,决绝三乘之流遁。穷理既资于讲习,辅仁式藉于友朋。”[2]P201这是胡宏讲学志愿的体现。“将寻绎五典之精微,决绝三乘之流

遁”,他重视经典教育,旨在传播儒家经典,而将佛经排斥开去,这也显示出胡宏对待优秀文化的偏狭态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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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圆融不足:胡宏儒佛之辨的历史局限 

面对佛学传播引起的思想挑战,胡宏著《知言》以排斥异端。他改造孔孟之学,也是为了抗衡佛老之学。作为胡宏的得意弟

子,张栻深知其师儒佛之辨的深层动机。张栻指出:“今之异端直自以为识心见性?其说诪张雄诞,又非当时之比,故高明之士往往

乐闻而喜趋之。一溺其间,则丧其本心,万事堕弛。毫厘之差,霄壤之谬。其祸盖有不可胜言者。”[2]P339张栻继承老师的衣钵,进一

步开展儒佛之辨,扬儒辟佛。张栻力辨儒佛,其目的在于使那些受佛教影响而迷真的儒者能从佛教的“迷惑”中清醒过来,致力于

儒家正学的倡扬;另一方面,也使长期以来在佛教压抑下失去自我的儒者获得理论的自信,并努力提高自身。[6] 

不过,胡宏提出的“性无善恶”“心无死生”等学说也遭到了朱熹等人的质疑。他们认为,这与正统的理学思想不符。从理

学思想的系统性看,朱熹等的批判并非没有道理。胡宏的儒佛之辨也同样存在不够圆融之处。 

胡宏指出,儒家与佛家的差异是方向性、根本性的,“释氏定其心而不理其事,故听其言如该通,徵其行则颠沛。儒者理于事

而心有正,故内不失成己,外不失成物,可以赞化育而与天地参也。”[2]P3 总体而言,胡宏抓住了儒佛差异的根本。佛家主张心生万

法,重视心性的修养和心灵的觉悟,对社会事务不够关心,给人以轻视现实生活的印象。与此相反,儒家历来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关

怀现实人生,不离世俗人伦而实现自我,成己成物,参赞化育,改善社会的存在境况。 

如果把圣人之道设为正道,那么,佛家与之有方向性的分歧,也有具体路径的差异,其识见和实践都存在偏颇,佛家偏离了对

世俗人伦的深切关怀。因此,胡宏指出,要入正道,所见分明亲切,需有圣人指路,笃信力行。他认为,有情与无情体同而用分。人

们局限于感性的存在,却不能超越见闻感知,难免困惑不已。他把佛家也归入此途:“以心为宗,心生万法,万法皆心,自灭天命,固

为己私。小惑难解,大碍方张,不穷理之过也。彼其夸大言辞,颠倒运用,自谓至极矣,然以圣人视之,可谓欲仁而未至,有智而未及

者也。”[2]P9胡宏批判的佛教教义主要属于禅宗一脉。他以儒家仁智之道批判佛学的心学路数,痛惜其言辞和效用局限于佛教教义,

不入正途,不能自拔,斥之为“异端小道”。 

胡宏并不否认佛学窥见心体,也不否定其言辞和思想的圆融。他最不满意的是,佛学“未知止于其所,故外伦理而妄行”,故

不足以言孔孟之道。洞察天地变化、万物受命之理,这是伦理建构的前提。按照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,佛学对心源的体认圆融无

碍,却被心灵的日常作用所遮蔽,因而被归为异端学说,不足以言善。很显然,这是站在儒家思想至上的认知起点上的。 

胡宏批判佛家障于理事,空谈心地法门。他说:“释氏毁性命,灭典则,故以事为障,以理为障,而又谈心地法门何哉!纵使身心

休歇,一念不生,以至成佛,乃区区自私其身,不能物我兼忘,与天下大同也。”[2]P122圣人之道无方所,圣人与天地合德,胡宏也志在

建构一个万物一体的大同社会。天伦不可已,秉彝不可灭,佛家的社会效用不及儒家,注定难以实行。这是胡宏的根本立场。他不

赞成文中子所云“佛为西方圣人,施之中国则泥”,而认为佛教的局限性在印度已经形成,“泥”或“不泥”并非佛教中国化的

结果。这抓住了儒佛差异的根源,却遮蔽了佛教在中国化进程中的流变,其结论显得有些静止而机械。 

胡宏以孔子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为尽心的准则,这也是圣人之道的最高法则。他批评佛家虽然思想通透,“而所欲不能逾矩,

吾知其未见心之全也,猖狂妄行而已。”
[2]P10

这是对佛教戒律的批评,它抛开了佛教作为宗教的特殊性,如果从辩论的角度看,这似

乎抓住了对象的把柄,但稍作推敲,却非公允之言。既然儒家讲究法度,那么,佛家为何不能确立自身的法度观?胡宏以儒家的人伦

法度为准绳,对佛家进行定性的评判。依照他的思路,佛家虽然追求心性的超然,但是它无法与之讨论性命之理,更不可能返归性

命之正。“无典章法度者,释氏也,安得其心遍该流通与论性命之理而反之正哉!”[2]P2其实,佛家有其独特的法度意识,禅宗也形成

了法无定法的法度观,可是,胡宏把佛家的法度局限于世俗的规矩、秩序等领域,其辨析也就难以达到更高的境界。 

胡宏理学思想建构以心性论为核心。一方面,他竭力辟佛,对佛学心性论进行了大肆的批判;另一方面,胡宏试图建构以

“性”为本的理学思想,将性之流行与心为之主结合起来,也受到佛学心性论的启发。尽管胡宏扬儒辟佛,但佛学心性论对他的影

响是不容忽视的。这在那些张扬性情的诗歌中流露出来。他静参人世间的宠辱无休,表现出消磨利欲、权达造化、舒卷心境和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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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。他慨叹人们被红尘所迷,逐物夺利,茫不知返,不识自家面目。他与僧人唱和,护持清净的心田,体现出任运自在的真乐境界,

都能见出佛学心性论的影响。胡宏重视自身心性的涵养,追求内圣的境界,抗拒物欲利诱,保持清明的志气。 

在《复斋记》中,他对丧己于物、流荡失中、逐物失性的行为深表忧虑,主张排除外诱,涵养内心,修复天性,以平常心应世接

物。需要指出的是,上述命题中的“心”“性”具有大乘佛教般若空观的背景。这两个命题的提出,一方面远承孔孟、《中庸》之

道,近续周敦颐、张载、二程思想;另一方面,它们也受到佛学心性论的启发。胡宏把未发规定为“性”,把已发规定为“心”,性

为体,心为用,心性体同而用异。胡宏反对天理与人欲的二分,主张理欲同体,察理屏欲,也受到了佛学心性论的影响,当然,这已不

在本文论述的范围。 

四、结语 

总之,胡宏对佛学有较深入的了解,他对佛家、佛学的批判也富有热情,相当激烈。尽管他对佛学思想有不自觉的接受与运用,

但总体上持排斥的态度。从学理的角度讲,胡宏儒佛之辨提出的某种观点经不起细致推敲,它们在论证方面也缺乏充分的说服力,

况且,胡宏对佛学(尤其是禅宗)思想存在误读和偏见,因而留下了历史的局限,也难免个人认知的偏见。 

回顾这一学术史公案,不难发现其偏颇和不足,这是值得深思的。在中国思想史上,尽管这次儒佛之辨的影响有限,但它毕竟

发生在南北宋之际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,其目的非常明确,即为了接续儒家先圣道统,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,引导士人积极面

对现实,寻求救国济民方略,因此,其发生学意义及历史作用都不可否定。“儒佛最根本的差异最终被归结为致思路向的不同,而

这种不同又是其所属的人文形态规定的。”
[7]
胡宏的儒佛之辨注重思想的实际效用,对湖湘学派经世致用传统的形成示范性作用。

对于胡宏的儒佛之辨,我们不能过分苛求,因为不仅他没有找到一种辟佛的理想方式,这也是历代辟佛之士都未彻底解决的理论

难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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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： 

1 胡宏曾拒绝秦桧的出仕要求,他说:“稽诸数千年间,士大夫颠冥于富贵、醉生而梦死者,无世无之,何啻百亿。虽当时足以

快胸臆,耀妻子,曾不旋踵而身名俱灭。某志学以来,所不愿也。至于杰然自立志气,充塞乎天地,临大节而不可夺,有道德足以赞

时,有事业足以拨乱,进退自得,风不能靡,波不能流,身虽死矣,而凛凛然长有生气,如在人间者,是真可谓大丈夫矣。”(参见《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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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集》)。 


